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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祛魅：清朝官员贪贿案件的历史考察

蒋习轶

摘  要｜清朝官场镶嵌于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和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官场中礼物往来馈送显示了儒家意识形态的文

化构建向实践的政治图景转变的一个过程。清朝从制度层面对“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进行严格管理、控制，

礼物与贿赂之一般关系未被厘清，致使司法运作过程中“礼物馈送”与“利益交换”存在诸多模糊不清

之弊薮。通过对“礼物”的政治、经济、文化属性之分析，从制度基础、外部环境及心理动机阐释“馈送、

收受礼物”行为之发生逻辑，对“馈送、收受礼物”行为律例规制之限度进行反思，理解官僚政治体制

的制度纠结，揭示法律与权力策略、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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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政治腐败都是国家治理最为棘手的

难题，是世界性难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

存在腐败问题，只是腐败程度、表现形式以及打击

力度各有不同。腐败影响着政府治理的公平性与效

率性，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长久发展，我们应当对

其有更深入的理解、更敏感的察觉以及更灵活的

控制。

各国的腐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源于

其无法脱嵌的时代经济发展与文化脉络，以我国

2016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16］9 号）为例，其专门颁布了“感

情投资”条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

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

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

权形式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由于该

条款并未要求证明收受财物行为与请托事项之间

存在合意的对价关系，学者对该条款是否符合“罪

刑法定”原则展开了激烈探讨，关于是否要增设“收

受礼金”罪也引发诸多争议。［1］历史中的巧合和 

［1］相关成果有车浩：《贿赂犯罪中“感情投资”与“人情往来”的教义学形塑》，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 4 期，第

27-35 页；黄鹏：《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司法解释的教义学分析》，载《经济刑法》2017 年第 17 期，第 203-212 页；罗开

卷、陈庆安：《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行为之入罪要件论》，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0 年第 5 期，第

97-107 页；曾妮：《感情投资”型受贿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2021 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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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共同促成了清朝“馈送、收受礼物”犯罪

与现今司法解释中“感情投资”条款的汇合，

今中国重新伫立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

史节点上，人们在此过程中常常忽略此前历史

中的一些微小的细节，也极有可能让以往的错

误再次重演一遍，如果不加区分地以“馈送、

收受礼物是腐败，腐败导致衰亡”这样的简单

逻辑一言以蔽之，它无法向我们提供判断中国

帝国晚期社会真实图景的依据，也不能自洽于

中国传统伦理背景与文化追求，由此难以窥见

其律例制度与真实现实存在的巨大罅隙，就更

难理解清王朝演进、发展及衰亡的真正原因，

本文希望通过深入发掘“礼物”在清朝官场的

表象与本相，阐释中国传统法律的深层理念，

以期为当今现实提供镜鉴。

一、模糊的审判：官场“馈送、收
受礼物”行为的法律风险

（一）“馈送、收受礼物”行为的规范规制

明朝时官员将“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视作

交际之礼，清初官场将该行为视为处于灰色地带

中的“陋规”的一部分，虽未能被正式体制所接受，

但官方整体表现出默认之态度。自康熙始，统治

者将“馈送礼物”之行为性质等同于行贿，将“收

受礼物”之行为等同于破坏政治公平，认为其对

政治民生之影响极大，“盖上司既受属员之馈遗，

又何以禁止属员之贪墨，甚至以馈遗之多寡分情

谊之厚薄，则属员之优劣何以辨别，而吏治尚可

止，馈遗必不能秉公察吏，不能秉公察吏必不能

有益于政治民生……”［1］乾隆帝始终认为：“我

皇考澄清整饬之良规，万世所当遵守者，何忍稍

有逾越，渐致纵弛，用是特申诫谕，务各懔遵。

如有暗中收受者，或经朕访闻，或被风闻参劾，

必严加议处，以为簠簋不饬之戒。”［2］国家已

确有律文对“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进行管理与

控制，包括行政处分与刑事处罚，明清以降，皆

呈现出愈加严苛细密之特点，无论从行政管理制

度体系抑或是刑事法律制度的规制来看，帝王们

未曾厘清“礼物”与“贿赂”这一对概念的模糊

边界，均不承认“馈送、收受礼物”这一行为内

在违拗的合理性。

1．“馈送、收受礼物”行为之行政处分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对官员“馈送、收受

礼物”之行为进行严密繁复之规定，康熙九年议

准：“官员因事夤缘，私行馈送，发觉之日，与者、

受者俱革职提问，如馈送之时，不即行出首，后

经发觉，虽所馈之礼未受，亦罚俸一年。”［3］“十七

年覆准：府、州、县等官，若无公事，私谒上司，

并赴省庆寿，夤缘通贿，馈送银钱等物行贺者，

俱照前例处分。”［3］十八年议准：“督、抚、司、

道官员赴任时，谒见在京大臣各官，或自任所遣

人馈问者，俱革职。其大臣各官，不行首告者，

一体处分。”［3］《定例成案合镌》对“馈送礼物”“府

州县赴省拜寿馈送行贺”“送钦差官下程”“大

臣官家不许往来馈送”“差遣大臣送礼准算部民

子女转送人情”等细琐情事都做了非常详细之规

定。［4］乾隆进一步加强对官员往来之情事的限制：

“凡在京官员与至亲切友、同乡世谊往来庆吊，

原于名节无关，设或请托公事，瞻徇情面，亦不

论其为何等之人，皆干严例……”［5］乾隆七年《吏

部处分则例》相较于雍正十二年增设了对“京官

滥行结纳”“上司书役与属员互相拜谒”等行为

之惩治措施，乾隆三十四年再次修订《吏部处分

则例》时增设“外任职官不准谒见王公”“禁止

换帖等事”“严察各署幕友交接”等条文。［6］

2．“馈送、收受礼物”行为之律例规制

除行政处分的严格规制外，“馈送、收受礼物”

行为被帝王纳入刑律管控范畴，大明律“在官求

索借贷人财物”条载：“若接受所部内馈送土宜

礼物，受者，笞四十；与者，减一等。若因事而

［1］《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条。

［2］［清］王先谦撰：《东华续录（乾隆朝）》，乾隆四，

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3］［清］伊桑阿等编，杨一凡、宋北平主编，关志国、

刘宸缨点校：《大清会典·康熙朝》，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27 页。

［4］参见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４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1-159 页。

［5］［清］《大清会典则例》卷十四吏部，清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6］参见孟姝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内蒙古

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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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计赃以不枉法论。其经过去处供馈饮食，

及亲故馈送者，不在此限。”［1］《读律琐言》解

释道：“盖土宜礼物，虽为交际之礼，而监临部内，

非交际之人也。若又因事而受所部内土宜礼物者，

计赃，以枉法论。土宜礼物非金银之比，交际之

礼非行求之赃，依名例笞罪，附过还职，不在犯

赃罢职之律。”［2］此时，明朝仍认可一部分馈送、

收受礼物行为为交际之礼，清袭明律，仍将“馈送、

接受礼物”列入大清律例中，并在雍正七年增设：

“凡上司经过，属员呈送下程，及供应夫马车辆

一切陋规，俱行革除。如属员仍有供应，上司仍

有勒索者，俱革职提问。若督抚不行题参，照例

议处。”［3］

（二）“馈送、收受礼物”案件的司法实践

法律抽象的逻辑推演与各式的真实主张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为纯粹的礼物交换与实质的

利益输送两者之间划出一个边界，指明何时、何地、

何种形式的礼物交换行为应该遵从工具理性或遵从

价值理性，遵从平等伦理或遵从差序伦理，这是

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4］我们本希冀从

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官员如何区分馈送与贿赂之边

界，观察当时情境下如何区别“礼物”的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但事实上，通过清代成案“馈送、收

受礼物”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一系列成案并未能固

定下来成为定例，不同案件难以总结出审判规律，

更有甚者，类似成案审判结果存在分歧。概而言之，

其定罪条文、量刑标准、审判尺度都存在模糊不清

之弊薮。

1．适用律例混乱，罪刑无法法定

《大清律例》“受赃”中，分别规定了官吏受

财枉法与不枉法的起刑点、刑等累加计算标准与量

刑上限，分有不同情状以适应不同程度之刑罚。但

“馈送、收受礼物”案件情节叙述都较为含混模糊，

不同审判官适用律例并未阐明法理，有以“坐赃致

罪”条论，有以“因公科敛”条论，有以“在官求

索借贷人财物”条论，在《馈送上司银两无行求事

照坐赃减五等案》一案中李松差遣长随常升馈送官

员一千两，因无事请求，判决“李松照坐赃致罪［5］，

与者，减五等，律杖一百，本案革职”。［6］但在

与此相似之案件，陕州知州罗□出境馈送御史曾

□手本，开送贽仪八十两，……供与知州交接往来，

原无营求，谋为情节，亦非诈索赃私，除罗□坐赃、

失察各轻罪不议外，但罗因事馈送御史曾□贽仪

八十两，罗□应照凡有以财行求计，所与之赃，

与受财人同科例，有禄人枉法，赃八十两，绞监

候律。［7］上述两案均为馈送给上级官员礼物之情

由，前者馈送一千两银以“坐赃致罪”条论，律杖

一百；后者馈送贽仪八十两，照“有事以财请求”

条论，绞监候律。相关律例之引用并未有充分合理

之解释，通过官员依据自身审判经验比照律文，容

易造成“同案不同判”之弊端，致使适用律例任意

性与不确定性增强，无法保证国家司法的公正性与

权威性。

2．入罪门槛较低，律文流于形式

《收受钱文酒肉柴草照因公科敛》一案中，

直督孙□疏称，李威收受钱文酒肉柴草入己，共

合银六两五钱七分五厘，将军李威等拟以杖笞，

应如该督所题，李威合依因公科敛财物入己者，

计赃，以枉法论。一两至五两，杖八十，折责

三十五板，系贪官不准收赎，永不叙用。［8］根据

岩井茂树的研究，白银在 18 世纪的 100 年间，白

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大明律

有关官员贪贿的入刑标准大多为“一两”，清朝

［1］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 3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10 页。

［2］［明］雷梦麟、怀效锋、李俊点校：《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7 页。

［3］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一“受赃”，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7 页。

［4］孙邦金、陈安金：《论儒家的礼物观念》，载《哲学研究》2013 年，第 39 页。

［5］“坐赃致罪”条载：“凡官吏人等，非因枉法、不枉法之事而受人之财，坐赃致罪……与者，减五等……一两以下，

笞二十；一两之上至十两，笞三十；二十两，笞四十……五百两，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6］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 19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7 页。

［7］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 4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1 页。

［8］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 19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5 页。



56

《中西法律传统》	 2022 年 第 2 期（总第 21 卷）

未考虑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直接沿袭旧律，贪

贿罪入罪门槛过低，容易造成动辄“出入人罪”

之弊端，过低量刑标准造成贪贿案件泛滥，倘若

一一查处，将耗费极大司法成本；又，鉴于“馈送、

收受礼物”行为难以察觉与定罪之特点，绝大部

分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将隐匿在官场之中，极

易导致律例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值得注意的是，

康熙四十三年《差遣大臣送礼》载：“部议凡差

遣大臣官员人等至各省督抚，地方官有愿送礼者，

以四十两为止，道路经过，地方官有愿送礼者，

以八两为止，要妄行勒索督抚题参定额外，多与

多受者，照刑部定例议处。”［1］笔者本以为可以

凭此视为“礼物”区别于“贿赂”之一般界限，

在犯罪数额方面提高了“馈送、收受礼物”行为

的入罪门槛，但实际上官员们并未将此标准运用

于审判实践中，仍是依《大清律例》所规定的标

准量刑进行裁决。“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

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人员行

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

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虽都有所失，

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2］

通过把官员应遵循的标准稍微降低一点，再设法

把官员的行为向这些标准拉近一点，这或许不尽

符合某些人的纯粹理想，但总比任由形式主义泛

滥要好。

3．判决标准含混，权力操纵审判 

权力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虽皇帝多次强调：

“此风（馈送之风）断不可长，夫吏治以操守廉

洁为本而持廉之道……属员亦不得藉端献媚，俾

督抚得洁己秉公，尽察吏安民之职设……我皇考

澄清整饬之良规，万世所当遵守者，何忍稍有。”［3］

然与此同时，官员处理案件难以摒弃个人感情好

恶，知县杨伯龙收受王延弼礼物一案，杨伯龙依

坐赃致罪，在追查此案中，隰州车敏来自行揭报

曾馈送杨伯龙蟒缎银杯，只罚了三个月俸禄。［4］

此处车敏来“馈送礼物”之行为应适逢知县杨伯

龙生日，被官员视为“虚礼”，认为可以免予追究，

故而施以小小惩戒。《收受监生朱砂价门礼充公

照坐赃纳赎俱免案》一案蒲圻县知县许炯收受监

生张正翰等朱砂价、门礼共银七十二两，按照律

法许炯应当笞五十，不应纳赎，但督抚认为许炯

非因事受财系坐赃致罪，情罪较轻，已于本案革职，

便应准其纳赎俱免。［4］乾隆三年，大田县知县叶

云拱生辰，有生监叶逄春、廖学灏、余正壮、张永盛、

林廷壁、杨文仁等六人各送银杯一双，并各生监

送叶品、水礼、土宜、纻布共九十一疋，计共值

银四十二两七钱，叶云拱收受入己，被福建巡抚

视为接受馈送礼物罪，叶云拱已经病故便不再追

究；同时巡抚认为叶逄春等因叶云拱适逢生辰往

祝，非无端馈送，可比应予免议。［4］不仅官员多

次“馈送、收受礼物”案件的审判中掺杂个人情

感好恶，帝王也不断利用权力改变判决结果。多

位大臣因馈送触犯刑律，应秉公交由刑部议处，

但统治者多次法外开恩，将犯事官员革职留任。《侍

郎广兴受贿大案》是清朝嘉庆皇帝惩处政府高级

官员贪赃受贿的一个典型案件，广兴赴山东审理

案件，东昌知府嵩山送一千两，聊城县知县郭捍

送一千两，均为程仪费银。二人案发后均革职。

河南巡抚马慧裕两次馈送广兴盘费一千两，部议

降四级调用，嘉庆帝下令开恩，改为革职留任，

巡抚阮元，曾馈送广兴公帑银一千两，皇帝亦加

恩革职留任。［5］《收受捐监陋规降革各员从宽留

任分别年限开复案》一案曹显庚收受陋规及失察

家人犯赃，乾隆帝念人员众多，格外加恩，均从

宽留任。［6］

二、物的礼化：官场中礼物的多重
属性

在历史的比较中，封官买爵在当代是绝对不能

容忍的腐败，而在封建时代则是制度本身所容纳的

一种补偿机制。传统社会中的“礼”弥合了正式制

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得到了正式制度的默许，这

［1］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 4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9 页。

［2］［美］塞缪尔·P 亨廷顿著，沈宗美校：《变化社

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48 页。

［3］《乾隆起居注》，乾隆元年十二月条。

［4］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 19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3-264 页。

［5］牛创平、牛翼青：《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

件实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4-368 页。

［6］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 19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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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为是半公开的、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官场中“礼

物”的流转正是非正式制度中的关键一环，其内在

属性也必须更进一步加以明确。

（一）政治属性

在封建专制集权的制度背景下呈现的即是“尊

卑有序”的社会环境，在清朝官场亦不例外。《荀

子》载：“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

少为异。”大意是礼，把钱财物品作为工具，把尊

贵与卑贱的区别作为礼仪制度，把享受的多少作为

尊卑贵贱的差别。在此语境下，财物作为一种象征

性工具，与清朝官员提高政治身份的需求相契合，

下属官员通过赠送礼物表达自己的“礼”，即“尊

敬与服从”上级官员的政治身份，上级官员接受礼

物意味愿意接受这种“臣服”。

从国家关系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礼”可以

通过“朝贡”完成。明朝朱元璋设计并发展出一

套完备细密的外交制度安排——“朝贡体系”，

通过特定的朝贡仪式、朝贡礼物展示宗主国的“威

仪与隆恩”和藩属国的“尊敬和服从”，从而完

成一种“权力支配关系”的表演。礼物外交是国

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细分领域。礼

物不同于商品，作为国际交往与外交仪式上的国

家礼物更是具有独特价值，不仅有使用价值和经

济价值，更有艺术价值、情感价值和象征价值。［1］

从个人关系来看，官与官的“礼”可以通过“节礼”

完成。官员上任、调任、致仕等一系列活动，属

官有迎送之礼，并有上奉程仪之惯例，各大小节日，

属员馈送“节礼”，“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

之别敬、炭敬、冰敬”。［2］在各式礼物的表达中，

官员建立起一种较为熟悉的稳固的政治交往，在

官场运作过程中形成社会网络，在此熟人网络中

能够更自如地完成各项公务。

（二）经济属性

据《东华录》载：“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

费录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俸银数倍之多，

犹为不足……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

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

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3］

陕西巡按何承都在顺治九年上疏《省冗官疏》：

“吏员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

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诸州县宜以户口

为率差减其员，旧俸日增给五千，咸得开国之要

矣。”［4］“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

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今小

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5］

清朝沿袭明朝的低俸制，官员正常收入难以覆盖

其生活成本，加之刑名幕友并未纳入国家正式编

制，需得州县官为其支付薪金。礼物所带来的巨

大收益，能够对央地财政制度裂隙起到部分的弥

合作用，瞿同祖先生直白地指出：“州县官有限

的薪水怎样才能满足如此巨大的费用呢？答案就

在被称为‘陋规’（‘惯例性收费’，意即‘丑

陋的规矩’）的惯例之中，通过在每一个可以想

象的场合收费，中国官僚体系的每一层级的成员

们都能补充他们的收入。”［6］学者曾小萍曾将古

代“规礼”纳入清朝地方财政体系中的“非正式

经费体系”中的一环，正是州县官这种趋同的利益，

构成了非正式经费体系的支柱，并使之运转起来。

这样一来，州县官的仓库成为其他所有官员的食

槽。而反过来，州县官依赖衙役和书吏，利用他

们从各种各样的纳税人那里攫取零碎的银子来填

充这一食槽。［7］

（三）文化属性

中国传统儒家话语中，“礼”具有统摄全局

的作用。在纯粹理想主义的构想下，赠送礼物不

图回报，只是内心对“乐善好施”的自然追求，

对“慷慨道德”的自我成就。“图报”是不合乎

［1］向勇：《明清朝贡体制下的文化交流与实物往 

来》，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8 卷第 5 期，第 5 页。

［2］［清］葛士濬编：《皇朝清经世文编》卷十六，

吏政一，清光绪石印本。

［3］［清］蒋良骐撰，鲍思陶、西原点校：《东华录》，

齐鲁书社 2005 年版，第 139 页。

［4］［清］贺长龄编：《皇朝清经世文編》卷十八，

吏政四，清光緖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5］［清］顾炎武撰：《日知录》卷十二，清乾隆刻本。

［6］瞿同祖著，何鹏校：《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

晏锋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7 页。

［7］［美］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中

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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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施而不求其报，君子之义也”。［1］“君

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

语·里仁》）。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士大夫奉行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弘旨，将“仁”

作最为重要之出发点，正如陈顾远先生所总结之：

“所以中国文化系以人类幸福为领域，以伦理道

德为基础，重视人人对社会的义务，轻视人人对

事物的权力；本于人性，出于人情，守亲亲之义，

尚中庸之德，达忠恕之道便是。”［2］回到现实，

从效果主义的角度作出一番推测，正如翟学伟关

于“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理论研究所揭示的那

样：“恩惠的本质含义在于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

因此而长久地感激并设法回报……情理社会在人

情往来上的非对等性，在于期待彼此因为情的产

生而使交换关系不是一次（或若干次）性地完结，

或结束一次重新开始下一次，而是期待发生了一

次之后就能连续性地循环下去。”［3］礼记有言：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

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

中国人希望与他者拥有一种有来有往的长久联系，

馈送礼物之后，他们不愿意接受一种“当下给予，

当下回报”的交往模式，他们将这种方式视为一

种冷漠的拒绝，他们期望对方将这份情意无言地

或者说没有负担地接受。布迪厄也曾思考间隔时

间的作用，他认为馈送礼物之后的时间间隔就是

使那给予的人认为自己的馈赠是一种没有回报的

赠与，使报答的人认为自己的回赠是无动机的，

而且不是因为初始的馈赠决定的。［4］最先馈赠的

人，通过“施惠”的方式，他们希望能够与“受者”

完成“人情”的构建，这种“人情”在传统中国

的语词体系中自然而然变成一种道德之债，即“人

情债”。在此过程中，“关系”就被搭建起来了。

三、官场惯习：清朝“馈送、收受礼物”
行为的发生逻辑

（一）制度基础——政治、经济体制为“馈送、

收受礼物”提供自发动力

首先，清朝统治着超大规模的官僚集体和多

族群的疆域，在财政军事体制上形成“地方化集

中主义”机制，在确保了清朝中央通过正式渠道

对地方行政体系和各项资源进行有效调控的前提

下，允许了地方督抚保留一定程度自主权，即通

过非正式渠道掌控辖区内部分财政、军事和行政

资源。［5］中央权力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被司道府

州知县所分解，他们作为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组

成部分，被官僚阶层内部的利害关系深刻影响并

塑造，政治权力分散和下移的过程，亦是中央与

地方反复博弈的过程。当清朝皇帝将目光集中在

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秩序时，部分法律搁置致使馈

送、收受礼物习以为常，国家权力无法有效地渗

透入城乡社会底层，也难以建设一个可以满足国

家财政收入和社会控制的社会结构，相反，皇权

总是被用来支配法律，通过法外开恩，以赦免、

宽宥等方式将法律虚置，或者将其工具理性化，

对官场收受、馈送礼物行为的惩治很多情况都出

自皇帝的个人喜好以及政治平衡的需要。其次，

当权力资本集中于州县官一人，官员职能履行缺

乏政治激励机制，他们对于“馈送、收受礼物”

行为的查处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与使命感，清朝

官僚政治下的各个官僚，最大特点即是有其自身

特殊阶级利益的封建剥削者，这一特点注定其将

对君主负责，对层层上级负责，而非对平民百姓

负责。他们很难去理解“礼物”对下层百姓造成

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官僚政治体制创造出大多平

庸的官员。当同时缺乏严密完备的监督机制时，

上级官员直接对下级州县官行政、司法、钱谷等

事项有监督、控制、管理之权力，同时，他们也

被赋予选任、考核、奖惩下级官员的特殊权力，

二者极容易建立起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时“礼

物”成为建立双方往来的润滑剂，通过多人送礼、

层层送礼建立起庇护网络，正是因其看上去“无

事相求”，更能让官员放下戒备，这样有着“礼

［1］［周］卜商撰：《子夏易传》卷八，清通志堂经解本。

［2］陈顾远著，范忠信等编校：《中国文化与中国法

系——陈顾远法律史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3 页。

［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5 页。

［4］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 

感》，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1-160 页。

［5］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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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体面”等面纱的礼物往来在政治交往中能

够稳固安全持续地进行，逐渐产生利益共同体，

造成集体性腐败。最后，我们进一步观察不按照

这套官僚政治制度运行的官员如何自处：清朝一

官员张曾敭按例回避时，他写道：“惟现在亦不

得调，回避后，天下竟无相□可补之缺。盖十八

省虽字要缺，广西之泗镇与永顺闽泗镇近例专用

能耐烟瘴之人，岂非无缺可补……此间台司未必

知此苦情。曾敭……只好听之。若回避后，或调

补泗镇，或须掣省候补，均不能堪，惟有告病回京，

此则自计已决者也。素蒙长者爱护，此时亦无可

为谋。”他还在一封信中称，数年来在仕途上没

有进步，觉得“愧对故人……知难而退，现已决

计归休”。［1］但在此后，张曾敭通过“捐官”，

到达了仕途的巅峰。

清朝中央财政体系缺乏独立性，必须对地方

财政有所依赖。“规礼”之所以能够在清初被帝

王一再容忍，其原因正是“礼物经济”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系的裂隙，通过侵渔

百姓使得帝王与官吏之矛盾得以纾解。康熙这位

千古一帝提出“永不加赋”，意在彰显皇恩，体

恤下民，然清朝地方赋税难以为继之时，大部分

赋税需折银纳入起运范围，同时裁减本就捉襟见

肘的存留银以应付连绵不绝的军费开支，中央

对官员还进行了严苛的罚俸制度，动辄罚一年薪

俸，方大湜在《平平言》指出：“惟廉俸系应得

之项，然实任全廉已经不多，署任半廉为数更少，

州县官公事动辄罚俸，亦无俸可领，其匮乏自不

待言。”［2］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配置不合理，造成

地方财政的制度性缺口，无法增加赋税，便只得

通过另一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无法填补的财政

空缺只得以其他名头收取，各项往来无不加之以

礼物，“规礼”作为反动央地财政分配体系的一

种工具，是一种本能对理性的反叛。《知府须知》

一书中教导官员如何送礼：“应送各上宪礼物，

详于手卷，不必再叙至于首府县，以及候补道府，

诸公应如何致送折衷办可也，送上宪礼单应直书，

平行礼单应横书。”［3］这些通过“礼”运作而来

的财物能够维护官僚体制运转，保障官员的基本

生存，也一定程度维护了官场稳定。坦率来讲，

中国人很难为政治牺牲人情，通过“礼物”这一

工具性表达，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拥有了内在合理性。

（二）外部环境——社交场域为“馈送、收

受礼物”提供发生条件

从其发生的社交场域来看“馈送、收受礼物”

行为具备隐蔽性之特征。首先，从空间上看，“馈

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往往运作于看似“正常”

的社会交往场合。一方面是公共场域。据《知府

须知》所载官员到省事宜，其中包括“拜首府

县”“谒见礼节”“答拜各官”“接见僚属”等

一系列官员到任之固定礼仪范式，在此成型且稳

定的基础上，上下级关系与权力结构便清晰地构

建起来，此时的“礼物”成为道德与礼仪包装下

的馈赠，“礼物”与上述仪式场域相重叠，与官

员的个人利益相抟合，其作用就能最大限度的发

挥。再者是私人场域，馈送行为多发生在双方熟

悉的空间，拒绝陌生人的进入，这样就确保了私

密性与安全性。其次，从时间上看，官场“礼物”

的名称也总是礼仪性质的，一般发生的时间也有

规律可循：所有的官吏，从最底层的县丞到总督，

都定期向上司呈递已成惯例、数目确定的白银作

为礼物。这些节礼包括上司的生辰规礼、新官的

到任贺礼、拜见官员的表礼、每年主要节日的四

节节礼。［4］这些因为有着送礼“由头”，总是

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宽容，曾有官员收受属官馈送

生辰礼物一案，乾隆认为“适逄生辰往祝，非无

端馈送，可比应予免议，等因”。［5］其余情形

则是无规律可循之时间，因为其具有极大的不确

定性，故而也能隐蔽于官员日常人际互动之中。

最后，从发生礼物往来的当事人来看，官僚、士

大夫、知识分子、绅士，从本质而言，他们仍是

不太相同的，尽管在某些场合他们拥有多种身份。

这些欲求自保的资产阶级靠近政权、为皇帝当差、

［1］转引自许飞：《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敭

政治生涯研究》，兰州大学 202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31 页。

［2］［清］方大湜：《平平言》卷一，民国四年铅印本。

［3］［清］延昌撰：《知府须知》卷三，清钞本。

［4］［美］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中

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61 页。

［5］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 19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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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官僚的战略，却并不是攻势，而是守势；不

是积极的目的，而是消极的目的—并不想去“取

而代之”，而是想逃避，“吃不到自己”。官僚

和他们所掩护下的亲亲戚戚构成了中国社会所特

有的“法律所不及的区域……”［1］馈送、收受

礼物的双方为上下级的依附关系，层层相依，一

般而言，“督抚为一省之表率，既收州县上宜，

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

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2］如果

礼物能够顺利进入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他们将结

为利益共同体，产生一种团体性的相互信任、相

互庇护、层层遮掩的默契。

如雍正帝谕：“各属员从前曾有馈送贿赂何详

书之处着，伊等一一自行首出，朕皆开恩，免其处

分，倘此时隐匿不首，或何详书自行供出，或何详

书家人说出，或从别处访闻，定将隐匿不首之人，

从重治罪。”［3］通过成案梳理，“馈送、收受礼物”

案件案发情由大致有两类，其一是由官员其他贪贿

案件所牵连而偶然被发现；其二是馈送、收受礼物

之当事人主动揭发。礼物的馈送、收受行为在隐蔽

的场域快速发生，“与者”与“受者”在此过程中

利益趋向一致，人证、物证都难以准确获取，这样

具备“安全性”的外部环境给予了馈送、收受礼物

双方良好的社会交往条件。

（三）心理动机——“礼”文化为“馈送、

收受礼物”提供内生力量

清朝官员有将“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自我

道德化、合理化的倾向，儒家传统“礼”文化为

其提供内生力量。名幕汪辉祖就有这样的看法：

书吏、差役收入菲薄，如收取陋规仅为谋生，在

山靠山，在水靠水，官法亦不能禁止，自不必过

分禁止。［4］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指出：“诛

极愈众，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纲，惟

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

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

也。”［5］在实践中，馈送与收受礼物者他们会自

觉或不自觉地把财物往来视为人情往来的礼物或

者是朋友之间的馈赠，他们通过自我道德化的表

演完成礼物交换这一微观的社会过程。［6］对于“与

者”而言，主观上很难通过“馈送礼物”之行为

直接推定“与者”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如

果说将“馈送礼物”之行为作为一种伦理选择与

道义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是能够得以成

立的，并且不能要求“与者”加以证明；而从客

观形式出发，“馈送”之所以与“贿赂”不能直

接化约，其原因在于“馈送”之行为在发生的当

下并未对法制秩序与社会公正造成损害，而在此

后是否会因为此前行为而破坏某种秩序是无法预

先知道的，或者说是“与者”自己也难以确定的。

对于“受者”而言，礼物有其存在的历史基础，

清朝以前地方官吏普遍收受规礼，且并未设置法

律加以规制，至康熙年间因其泛滥成灾，不得不

一切革除。此时提高道德标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

务，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

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

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

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

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

互相直接矛盾的。”［7］

四、合法性反思——“馈送、收受
礼物”律例规制的发展限度

我们难以在清朝规范规制以及司法实践中

探寻到“礼物”与“贿赂”的一个合理的分割

界限，也难以揣摩官员、帝王所判断的“可免

议”之“礼物”与“不可免议”之“礼物”二

者的区别，这里无可回避地产生出一些问题：

为什么官场馈送、收受礼物之情形普遍存在但

［1］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 页。

［2］《乾隆起居注》，乾隆元年十二月条。

［3］［清］胤祯撰：《雍正上谕内阁》卷五十五，清

文渊阁四库全书。

［4］［清］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同治十年

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5］［清］薛福成撰：《庸庵笔记》卷三，清光绪

二十三年遗经楼刻本。

［6］参见李辉：《贿赂中的自我道德化与嵌入性腐 

败——基于 H 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的一项文本研究》，载《社

会》2009 年第 29 卷，第 85-106 页。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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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案记载量如此稀少？一个高度腐化政体拟定

的超高标准律例能否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效用？

为何清王朝中央极力官方极力证明革除规礼之

合理、合法性，但在司法实践中一再妥协或者

说是无能为力？“馈送、收受礼物”之律例规

制 连 续 不 断 加 码， 在 此 过 程 中 惯 例 如 何 被 打

破，常情如何被入罪？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早

熟的立法，在其一时的效力方面，或许要打一

些折扣，但在启迪人民意识方面，却有极大的

作用。可以称其为“法教”。［1］清朝官场“馈

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加剧了州县官公权力滥

用以及官僚政治制度进一步腐化，通过严密的

立法规定将其纳王权治理的轨道之中，具有一

定的进步性。“礼物”与“贿赂”一般关系的

界定应与政治经济社会相契合，在儒法国家的

大环境中，“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在没有

权力指涉、只存在与私人关系中的领域中需要

得到尊重与保护。当清王朝皇帝与官僚的司法

技艺无法弥合法律的一般性规定与社会生活事

实之间的距离时，法律就极容易被利用、被曲

解、被虚置，这里呈现出清朝法制建设与非正

式制度运行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的同时也昭示

了清朝国家治理文明的困境，下文将用三个悖

论解释概括这一立法的背后逻辑与其中的制度

纠结。

（一）清官廉吏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德性的完善是有价值人性的追求目标之一，

追求社会人伦的和谐则是人类的永恒使命和目标。

清朝入关之后，帝王奉行儒家文化，希望造就一

批仁人君子为国家效力，如康熙皇帝一生崇尚儒

学，他从小便学习儒家学说，他认为儒学是为人

处世之道，他还把儒学和治国之道联系起来，并

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帝王企图以严苛的律

例使得各官僚成为仁人君子，企图维护一种绝对

纯洁的政治活动以及用道德束缚人性以弥补制度

的不完善。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

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

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2］

梁漱溟曾分析到，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

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

道德问题。它不是借着两个以上的力量，互相制

裁，互相推动，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视乎其

人之好不好。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

恶果。因此就引人们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

论是向某个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终

是有希望而又没有把握的事。那么，就常常在打

圈子了。二千余年我们却多是在此等处努力。［3］

正如王亚南所批判的，在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固

不必说，就是自认为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

教于治”的士大夫阶层，历来就很少有人想到这

种政治形态以外去。他们像从来没有什么政治理

想，如其说有，那也不是属于本来的，而是属于

过去的。“克明竣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以致“协和万邦”的空洞词句，被翻

译增饰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

唐虞三代的无中生有的“盛世”，变为“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的大口实，而由“明君、贤臣、

顺民”结合成的政治理想图案，始终在被宣扬着、

漠然地憧憬着，但又似乎从未好好实现过。［4］帝

王希望用法律代替德治教化，用严厉的惩罚造就

清官良吏，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庞大的官僚群体

“无以为衣食”之时，还要求其保持以道自重的

节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出现“枉道而从势”“曲

学以阿世”的局面也实属必然。

（二）仁政爱民的“名”与“实”之间的悖论

从官方表达看见，无论是康熙帝还是雍正帝

在强调馈送、收受礼物有害于民生社稷，对此

行为严加禁绝是出于仁政爱民的考虑。“一切

官僚社会都是讲形式的，许多法律往往不是为

了实行，而是为了‘装饰’或‘掩饰’”。［5］

国家政权的强大，得力于实现政治、经济、文化

全方面的控制，这离不开一个庞大官僚系统的支

［1］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

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4 页。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6 页。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3 页。

［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34 页。

［5］同上注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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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会带来官僚系统的膨胀和腐败。强有力的

政权，始终是以牺牲底层民众的权利为代价的，

当官僚系统榨干了底层民众时，叛乱也就可能随

时爆发，政权遂失去维系自身稳定的基础。［1］

帝王不断斥责官僚群体鱼肉百姓的行为以及传

达出大力惩处贪官污吏的愿望，事实上在百姓心

中形成了一种印象——皇帝也是反官僚的——

由此，皇帝顺理成章站在了百姓一边。历代皇帝

以“天命”为王权合法性背书，有关君权神授最

早的记载是“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

诰》），在人力牢牢受限于自然之力的中国古代

社会，百姓对“天”的旨意深信不疑，“天命”

为王权架托起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此后

帝王通过世袭制度延续皇权，以血缘的正统性延

续王权的合法性逐渐遭到百姓的抵触，为释明此

疑问，他们开始修正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强调“以

德配天”。德者，得也，得民心之谓也。为获得

民心则需体恤民生，换言之，在周公的理论体系

内，“恤民”就是“修德”“敬天命”的必经途

径。然则，如何恤民？周公以为，“‘民心无常，

惟惠之怀’‘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职是之故，

圣王贤君应当‘彼裕我民，无远用戾’，应当‘徽

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2］清朝皇帝

意识到地方财政无力支撑庞大的官僚机器运转，

当各项陋规事实上弥合了部分财政支出的需要，

他们选择了默许态度，而当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

不断涌出，礼物馈送日渐成风，甚至超过正常税

收的十几倍时，雍正帝及时进行改革，将耗羡归

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同时以严厉

的律例规制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以重新获取

百姓信任和爱戴，从根本上看，逐项举措同样是

以保障百姓生计为“名”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之“实”。

（三）中央集权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悖论

学者周雪光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实

分离的情况作出了这样的分析：组织一元化强

化了正式制度，不容非正式分享其权威，但并

没有取消非正式制度；在正式结构上两者关系

不再是共生并存，各司其职，而是前者具有毋

庸置疑的权威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两者互动

带来了国家治理的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需

要非正式制度的运作来完成任务；正式制度的

刚性加剧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紧张，

更需要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参与来缓和解决。另

外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建立在不同的合法基础

上，其运行可能削弱正式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

性。［3］诚如上文所言，礼物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能够对央地财政制度裂隙起到部分的弥合作用，

从这个意义出发，官场中的“礼物往来”维护

了国家财政制度的大致平衡。当馈送、收受礼

物的实际状态偏离国家治理轨道时，官员在礼

物的馈送往来中建构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政治

认同，影响了自我的政治归属，也制约着自我

政治忠诚。私下的“礼物往来”建立起来的强

大隐秘的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皇权的

监视与控制，中央不能及时有效地作出调节和

变动，极有可能形成“山头主义”“裙带资本”“割

据势力”等，威胁中央集权。

当清朝皇帝下定决心着手惩治该行为时，

又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治理的困境。首先，“腐

败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其次才是道德问题。

在制度层面，腐败的源头无疑是权力的不受约

束和权力决定一切，但官员的薪酬或者俸禄水

平能否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否和他们手

中的权力匹配，则是诱发腐败最直接、最具体

的原因。如果官员没有体面的收入，无论是崇

高的道德说教，还是严厉的法律惩处，最终只

能事与愿违”。［4］清朝央地财政分配不均，州

县官不得不截留国税、加征附捐，又通过各式

名目增加灰色收入以维持县衙运转，是造成非

正式制度盛行的根本原因，如果统治者无法正

［1］参见曹正汉：《“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历史

上的一种国家强弱观》，载《开放时代》2019 年第 2 期，

第 179 页。

［2］叶树勋：《传统语境下“以德配天“的法理意 

涵——以政治合法性救济为核心》，载《历史法学》2011 年，

第 361 页。

［3］周雪光：《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 

载《清华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26 页。

［4］张宏杰：《顽疾：腐败与反腐败》，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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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财政制度自身的弊端，法律规制也只能是一

个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美好幻想。其次，拥

有辽阔疆域的清王朝难以建立起一个快速下达

号令以及收集各地情况的信息传递系统以及官

员财产公示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本身的局限性

导致中央对馈送、收受礼物等行为存在着控制

无力的弊端。更进一步讲，上级政府为了防止

共谋而集中权力，加大执行过程的激励强度，

推动组织制度正式化；而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

上恰恰诱导、强化了共谋现象：权力越集中，

治理力度越大，基层政府面临的执行压力越大，

其经营各种关系网络的冲动越强。［1］最后，在

落实到具体的案件时，审判官员是否关注“馈送、

收受礼物”行为发生之背景，是否参考了“与者”

与“受者”情感上的交往基础，对于馈送礼物

之价值，以及馈送缘由、时间与方式是否有着

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上述都要求统治者对是否

应该治理、如何治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治理等

问题作出回答和解释，这体现了清朝国家政治

文明的治理困境，也体现了权力反腐、法律反

腐与制度反腐之间存在的巨大罅隙。

五、结语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

子·离娄》篇）。法律不能只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幻

想，不能建立在最高道德之上，常人难以克服弱点

和矛盾不足以全然用制度加以禁绝，这样既不合理，

也不现实。在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坚持法

的权威性与进步性的同时，如何坚持法的现实性与

稳定性？

“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

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

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毋庸讳言，法学界仍

面临传统与现代的考验，中国社会有独特的法律

文化体系，它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

和集体意识的土壤里形成惯习与风俗，它重视着

经验的力量和守旧的历史，无视这样的国情，在

形式上嫁接新的制度，不免是一种徒劳。任何道

德原则都无法架空于社会历史、国家阶级而独立

生长，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

会环境中形成自身的道德，而更多的时候，获得

自身所处阶级的道德。阿伦特也曾提醒我们应该

充分认识到，“我们是在与那些在智力、良知、

规范思维能力的来源方面都与我们不同的人一道

分享这个世界”。［3］易变的社会现实与法律规

范之间的调和必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朝一

夕相互妥协磨合而生成，规范与现实之间“缺口”

的存在决定着法二者之间常常发生碰撞与断裂。

在反腐形势全面向好的今天，我们应当时刻反思

清朝康乾时期阶段性、选择性反腐措施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坚持法律至上，坚持制度化、常态化

的反腐建设，警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罗

网以及制度异化的危险。

［1］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17 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202 页。

［3］参见［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 年版。


